
在中国画史中，李思训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山水画家，朱景玄称其为“国朝山水第一”①，《宣

和画谱》将其列为“山水门”第一人②，董其昌亦将其奉为画学北宗之祖③。然而，由于并无确凿

作品传世，可资参考的关于其生平事迹的文献又比较少，长久以来对李思训的研究一直比较

简略，多以“两唐书”为据记录其生卒年及官职，画风则以青绿山水称名，并附以传为其画风的

几幅作品用作相应说明。概言之，这种研究状况乃由资料欠缺之困境造成。然而即使是现有有

限的资料，亦尚有其可待挖掘之处。本文试图重新检视现存可见的文本资料，并借助部分相关

图像资料，为李思训研究挖掘更丰富的信息，从而在这些信息的重新梳理和补充下，考察可能

的李思训画风及画史中李思训画风的形成。

一、李思训生平及画事考略

关于李思训之生平事迹，可资借鉴的史料比较有限。本文试图以李邕所撰《唐故云麾将军

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之碑文④以及《旧唐书》、《新唐

宁晓萌

李思训绘画研究

内容提要 李思训是中国画史上非常重要的山水画家，以青绿山水画著称。然而由于材料的缺乏，一直以来关于

李思训绘画的研究都较为简略。本文结合目前可见的传统画史材料、正史文献和新出考古材料，对李思训生平、画事

及画风进行重新发掘，尽可能详细考察其生平事迹、性格特征，进而特别依据唐人记述及可见的唐代图画资料，从画

题、用笔及敷色三方面考察李思训可能的绘画风格，并凸显其与北宋以后画史记述中李将军父子画风的差异在于画

题上由“山海图”转向世俗的山水特别是蜀中山水、用笔上由“遒劲”转向“细密”或“无笔踪”、敷色方面由不见特别记

述转向成为“着色山水”之代表，从而揭示出所谓的李思训画风正是在画史的这种历史构造中逐渐塑造形成的，而绘

画风格形式也唯有在这种历史构造中树立起它的典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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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列传为主要参考依据，并参考与李思训生活年代较近的两部唐代画史著作《历代名画

记》、《唐朝名画录》以及部分唐人诗作，对其生平事迹加以整理。

（一）李思训之生平

李思训，字建，陇西狄道人。其祖父叔良，为唐高祖李渊从父弟、长平王。其父孝斌，为原州

长史、华阳县开国公、赠宁州刺史。李思训生于高宗永徽四年（653）⑤。乾封二年（667）⑥，年十

四，补崇文生，举经明行修科甲。第二年（668），又以文翰擢升，“未几加朝散大夫”⑦；此后任常

州司仓参军⑧转扬州江都宰⑨。大约在则天载初元年（689）至中宗神龙元年（705）二月间，李思

训以宗室身份恐遭杀戮，乃变名弃官藏匿十六年之久⑩。中宗神龙元年（705），任太常寺丞，未

月，迁太府员外少卿，五旬，擢宗正卿，真彤伯，加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輥輯訛。此后，大约在中

宗崩逝前后，李思训以左屯卫将军征輥輰訛，睿宗景云元年（710）八月之前拜右羽林卫大将军輥輱訛，后

又更右武卫大将军，进封彭国公輥輲訛。开元六年（718）卒，年六十六輥輳訛，赠秦州都督，陪葬桥陵。

此外，从李邕碑文所记李思训生平事迹中，亦可对李将军之性格获得粗略的印象。考之于

史，李思训之祖父李叔良不仅是高祖从父弟，且以军功起家，武德四年（621）战突厥时“中流矢

而薨”輥輴訛。李思训生于宗室功勋之家，并非仅凭其祖上之功勋爵位而碌碌于世。李邕称其“或集

事云雷，拥旌为将；或承光（以下阙字）”輥輵訛。虽因文字阙失，文意不得完整呈现，但却可使人推测

此乃赞李思训文武兼善之意。继而李邕称：“□然寡欲，超然远寻。好山海图，慕神仙事。且束

以名教，阻于从游。乃博览群书，精虑众艺。百□偕妙（以下阙字）。”輥輶訛则可见其为人超然好道，

学识文艺亦皆精通，这从其年十四而举经明行修科甲亦可见出。这是其从文的一面。而同时，

李思训为人正直，“非忠义之论，不关于言，非侯度之谟，不介其意”輥輷訛，这在治平之世或许不显，

而在国朝危机之时，其为人之忠义正气则表露出来，所谓“时泰从文，事危尚武”輦輮訛，于韦氏祸乱

中，李思训“取申忠义，具屈才能”輦輯訛，展现其为武将之忠义威武。由此推测，李思训乃洒脱磊落

而又忠义勇武之人，可于太平盛世耽于图文、远慕神仙之事，亦可举兵于祸乱中平叛护国。故

而李邕赞叹其人曰：“一纵一横，一文一武，丈夫也，君子哉！”輦輰訛

（二）李思训画事略考

关于李思训画事记录的史料非常少。然而尽管如此，唐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中所记李思

训与吴道子同画大同殿壁一事却似乎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不仅多见于诸家画史转录，且或

多或少对人们关于李思训画风的认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记云：

明皇天宝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吴生释驷，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曰：

“臣无粉本，并记在心。”后宣令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思

训将军，山水擅名。帝亦宣于大同殿图，累月方毕。明皇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

之迹，皆极其妙也。”輦輱訛

又云：

天宝中，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对，语思训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

声。”通神之佳手也，国朝山水第一。輦輲訛

上段记述或有不实之处。比如，李思训卒于开元年间，就不可能在天宝年间与吴道子一同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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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作画。故其所暗示的吴李二人同场竞技从时间上讲是不可能的。另据宋敏求《长安志》，大同

殿在南内兴庆宫勤政楼北大同门内輦輳訛。兴庆宫原本是玄宗在龙潜时之旧宅，开元二年（714）置

宫輦輴訛，“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坊之半增广之，谓之南内”輦輵訛。勤政务本楼在兴庆宫西南隅，“开元

八年造”輦輶訛，则位于勤政楼北的大同殿建设时间或与勤政务本楼和花萼相辉楼相近在开元八年

（720）前后，亦有可能属于开元十四到十六年（728）之间增扩的建筑群。无论如何，尽管大同殿

具体营建的时间不可得知，但至少目前看到最有可能的时间是开元八年之后，亦即李思训已

经离世之后。由此，李思训在大同殿作画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若此说成立，则仍然存在着其他可能。第一，李思训曾经为明皇作画，或至少明皇可能看

到过或藏有李思训画作；第二，作画者另有其人，比如李思训之子李昭道。前一种可能，由于缺

乏材料支撑，目前无从讨论。只能说如果明皇曾经看到过在当时极富盛名、且为宗亲的李思训

山水，是极有可能的事。而后一种可能，即作画者为小李将军昭道，则有零星的材料可参考。从

《李思训碑》残存的文字看，李昭道曾任职“集贤院”輦輷訛，作为以山水称名且独创海图之妙的画

手，在其任职集贤院期间被明皇召至大同殿作画是极有可能的。同时，考诸画史，并无李思训

画壁之记载，而《历代名画记》中则有“万安观，公主影堂东北小院南行，屋门外北壁，李昭道画

山水”的记载輧輮訛。据《长安志》，万安观当为玄宗长女永穆公主輧輯訛宅，“天宝七载，永穆公主出家舍

宅置观”輧輰訛。虽李昭道为公主宅作画时间不可考，但至少从这两条信息可以看出，李昭道生活在

开天年间，并曾画壁。根据上述材料可以粗略推测，即使李思训本人未曾真的作画大同殿，代

表着李家山水风格的李昭道或其他人曾经有此故事是极为可能的。

在这些细碎考证之外，上述故事也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即对当时人而言（无论是明皇还是

故事的讲述者），李与吴都是当时山水画圣手，二者间无论高下（所谓“皆极其妙也”），但风格

迥异，“数月之功”与“一日之迹”看起来说的是时间之长短，而实质反映的却是所谓“密体”与

“疏体”的对照。

张彦远云：“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盻际，所谓笔迹周密也。张吴之妙，笔才一二，像已应焉，

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若知画有疏密二体，方可议乎画。”輧輱訛在他看来，吴

道子之妙，恰在于其“疏”，所谓“众皆密于盻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众皆谨于象似，我则脱落其

凡俗”輧輲訛。这种风格与自顾恺之、陆探微以来连绵细密的笔迹形成一种对照，成为一种变体。在

其对吴道子弟子画风的描述中也可看到对疏密之别的记述。譬如：“张藏，亦吴弟子也。裁度粗

快，思若泉涌，寺壁十间，不旬而毕，然六法不及师之门墙。亦好细画。”輧輳訛又：“卢稜伽，吴弟子

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輧輴訛对

吴之弟子兼能作细画者，作额外的描述，意味着细画本身并不属于吴之风格。这种疏密的对

照，一方面彰显出两种画风的对峙，另一方面，张彦远的描述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即更欣赏吴

道子的洒脱疏散，对他而言，吴道子的成就在于变山水之体，而细密画则仍然秉承着旧有的传

统，固然亦极精妙，却不若吴道子画天真自然。

带着这样的理解，我们应该注意到，张彦远在描述李思训画风时并未直接谈其是否细密。

在仅有的描述中他只是称李思训“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

事，窅然岩岭之幽”輧輵訛。而在其为数不多的关于类似李思训画风的描述中，唯王熊一条称其“善

湘中山水，似李将军意绪不卑，但笔迹轻细”輧輶訛。以“笔迹轻细”表明王熊与李思训之间的差距，

意味着虽然后者的画属于传统细密一路，但这种细密在于用笔周密、物象备该，正如《唐朝名

画录》中所称“鸟兽草木皆穷其态”輧輷訛，却不意味着笔迹的轻细。“笔格遒劲”的描述恰恰表明，李

思训用笔依然属于顾陆以来的春蚕吐丝传统，周密而有力。

李思训绘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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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可于大同殿故事中看到一种将李思训与吴道子画风作鲜明对照的

看法，而故事中的评判者明皇认为，两种画风“皆极其妙也”。这就从侧面反映出时人对李思训

代表的传统画法和吴道子引领的“变体”风格同时并存的认识和接受，亦反映出二者在开天年

间画坛的声誉和地位。

二、李思训画风之推测

如前文所述，由于画史记载较少，且并无确凿认定的李思训画作传世，今人要了解李思训

画风是极为困难的。目前研究者们认为传世所见最接近李思训风格的画作有《江帆楼阁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明皇幸蜀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故而今人对李思训及李家山水画风

的讨论，多半依据有限的文字记载（特别是《历代名画记》和《唐朝名画录》）与上述作品相互参

照印证。总结诸家观点，李思训画风通常被认定为含有如下特征：一、画面中多以层叠的峰峦

和云霞缥缈之状为主，有宫观穿插；二、线条（笔迹）属于自顾恺之以来的线描技法，且出现了

向皴法过渡的迹象；三、以勾线填色为主要技法的青绿山水画輨輮訛。

在此，本节将主要结合唐代的画史著述考察李思训及李家山水画风的这些特征。

（一）山峰与云霞

在最接近李家父子生活时代的唐代画史记述中，张彦远称李思训“早以艺称于当时，一家

五人并善丹青。……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

幽”輨輯訛。朱景玄称“思训格品高奇，山水绝妙，鸟兽草木皆穷其态”輨輰訛。根据年代及可信度更高的李

邕《李思训碑》所记，李思训“□然寡欲，超然远寻。好山海图，慕神仙事。且束以名教，阻于从

游。乃博览群书，精虑众艺”輨輱訛。比较这几则材料可以发现，张彦远的描述与李邕所作《李思训

碑》中对李思训早年生活的描述比较接近。张彦远称李思训“早以艺称于当时”，符合李邕对其

早年间“好山海图，慕神仙事”的描述，而张彦远对其画风的描述，“画山水树石，笔格遒劲，湍

濑潺湲，云霞缥缈，时睹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亦暗含山海图、神仙事之意輨輲訛。由这些材料

可见，李思训作画当不仅仅出于作山水画本身之目的，而更应当与其所慕神仙之事相关联，亦

即当时李唐宗室中多见的道教和求仙情结。故而其画不仅是普通意义上的“山水画”，而更名

之以“山海图”。关于“山海图”是否有特别的意指或特别的形式，目前尚无材料可以说明，但在

唐诗中不乏题画“山海图”或“海图”者，譬如梁鍠《观王美人海图障子》、李白《莹禅师房观山海

图》、白居易《题海图屏风》以及张祜《观山海图二首》輨輳訛等。这些题画诗出现于自玄宗朝至晚唐

的诗作中；与此同时、乃至更早于此，亦有大量题画山水障、山水图、山水壁画、山水扇的诗。由

这种情形可知，“山海图”之称谓，并非“山水图”之别称或早前的称谓，而是与“山水图”并行

的，只有特定的图画被称为“山海图”（海图）。在上述诗作中，前两首诗的作者梁鍠輨輴訛与李白皆

生活于玄宗朝，更接近李思训父子生活的年代。梁鍠诗云“自从图渤海”輨輵訛，李白诗亦云“蓬壶来

轩窗，瀛海入几案”輨輶訛，二者皆指其所题图画描绘的是渤海（东海），亦即常人所云“蓬莱仙境”。

李白诗中更作“列障图云山，攒峰入霄汉。丹崖森在目，清昼疑卷幔”輨輷訛之句写图中景致。这种描

写与张彦远对李思训画的描述亦有重叠之处，即对于云山、峰峦、岩岭图像的描述。此外，李白

诗中云“烟涛争喷薄，岛屿相凌乱。征帆飘空中，瀑水洒天半”輩輮訛，乃是对山海图景的描述。张彦

远云“湍濑潺湲”，虽极简，却亦是对画中水的图像的描述。在这种相近的描述中，我们虽然不

能确知山海图特定的图式，但是至少说明对李思训山水的描述与同时期人们对山海图的描述

有非常相近之处，由这些描述可见，这种山海图可能写的是蓬莱仙境，图像包含云山、峰峦、岩

124



岭、水流之写貌。而就上述五首题画诗看，其对于山海图画面之描述都指向无人的山海景致，

唯一的人迹或许在于征帆。从这一特征看，这些山海图与描述可居可游的山居、水村图一类山

水画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其所写更近于董其昌所称之“海外山”輩輯訛，画的是仙境，而非人境。由

张彦远的记述和同时期山海图题画诗的描述，我们虽然不能直接获得李思训绘画的图像特

征，但就其与李邕所记“好山海图，慕神仙事”这一条相吻合看，便有理由推测李思训早年间的

绘画有可能较多地倾向于这种以描绘仙境为主、旨在“慕神仙事”的山海图，故而云霞、高山、

岩岭、水流成为具有一定标志性的因素。此外，张彦远称李昭道“创海图之妙”輩輰訛，又记“万安观，

公主影堂东北小院南行，屋门外北壁，李昭道山水”輩輱訛，前文已说，万安观为玄宗长女永穆公主

旧宅。为数不多的李昭道画壁，见于后改为道观的宗室宅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为李家

山水与道教情结间的联系提供了一点线索。

此外，在张彦远、朱景玄以及上述关于山海图的题画诗中，皆不见关于任何建筑图像的描

述，且朱景玄《唐朝名画录》在“李思训”名下列有“山水、鸟兽、草木、树石”；李昭道名下列“山

水、鸟兽”，皆无楼阁，而在吴道玄名下却有“台殿”，张萱名下亦有“宫苑”。可见，对于台阁宫苑

的画题，朱景玄是有所关注的，但台阁宫苑一类却没有列在“二李”所擅长的类目中，这意味着

朱景玄并不认为“二李”擅长宫苑楼阁，这与后人将宫苑图放在“二李”名下或将宫观图像视作

“二李”图画的标志性因素是有较大出入的。

（二）笔迹

张彦远论画重笔迹。宗白华甚至认为“从笔迹论画”正是其“专门化了的一种批评方法”輩輲訛。

如前所述，张彦远以用笔有密有疏。如顾恺之之迹，则“紧劲联绵，循环超乎，调格逸易，风趋电

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輩輳訛；又云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輩輴訛。对他而言，

“顾陆之神，不可见其盻际，所谓笔迹周密也”輩輵訛。可知，紧劲而连绵不断的笔迹，代表着顾陆一

脉周密的笔迹。而张吴所代表的疏体，则以“离披点画，时见缺落”、“虽笔不周而意周”为特征。

无论疏密，对张彦远而言，意气不断、画尽意在，方可称为精妙。而倘若作画仅以形似为旨，工

于谨细而失于自然、神妙，则被他视作“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列在其所谓五等中之末等，即

中品之中輩輶訛。此外，若不见笔踪，在他看来亦不可谓之画，在其对“吹云”、“泼墨”輩輷訛画的讨论中可

见一斑。由是观之，笔迹是张彦远评价一个人画之品格高下及其画风的关键标准。

张彦远论李思训画曰“笔格遒劲”輪輮訛。“遒劲”所代表的风格，可由其对其他人笔迹的描述窥

见一二。在“陆探微”条，张彦远引述张怀瓘曰“笔迹劲利，如锥刀焉”輪輯訛；评尉迟乙僧画则“画外

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輪輰訛；“王知慎”条，引僧悰语曰“笔力爽

利”輪輱訛；“尹琳”条作“笔迹快利”輪輲訛；“王维”条，称其“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又云“余曾见

破墨山水，笔迹劲爽”輪輳訛；“齐皎”条，称皎与彦远大父高平公相交，曾以书画向其求教，故“至今

予家箧笥中犹有齐君少年时书画。观其意趣虽高，笔力未劲，后见其功用至者，则雄壮矣”輪輴訛；此

外，又于“韦鷃”条称其“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异石，笔力劲健，风格高举”輪輵訛。在上述描述中我们

可以看到一系列围绕着“劲”的表述，即“遒劲”、“劲利”、“紧劲”、“劲爽”、“劲健”。“劲”意味着

对用笔有力、生动、自然不滞涩的要求。正如张彦远在“论顾陆张吴用笔”中所谓“守其神，专其

一”，所谓“真画”也，“不滞于手，不凝于心，不知然而然，虽弯弧挺刃，植柱构梁，则界笔直尺，

其得入于其间矣”輪輶訛。在他看来，少年时的齐皎“笔力未劲”，而后来则“雄壮矣”，这种变化正说

明了用笔之“劲”乃是其评价画家品格高下之关键标准。

由上可知，李思训堪称“遒劲”，表明其用笔成熟、有力，且在其画作中“笔”是较为凸显的

特征，其画法不是仅以渲染敷色为特征的“没骨画”，而是后人所谓“勾线填色”。然而，仅以“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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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一词却尚不能够说明李思训画作中是否用了“方笔”輪輷訛，因为从张彦远的描述看，对顾陆张

吴用笔之描述皆可以“劲”称，而诸如“如锥刀焉”、“屈铁盘丝”，有时更倾向于是对圆笔的描

述。至于“遒劲”这一描述是否意味着“结构繁密的线条”，从而意味着向皴法的过渡，亦不可得

知輫輮訛。此外，“遒劲”这一表述，从风格上讲，与清秀、秀丽一类的描述有一定的距离。加之上文所

述，李思训所图之山海，以峰峦层叠、云霞缥缈为画面特征，凸显山峰之高耸入云、岩岭之窅然

幽深，从构图上说，以及结合其所处时代画作的主要形式而言，其画作应当更凸显纵向特征，

即着意于表现高远、深远的画障、屏风或壁画，而非长于表现平远辽阔的长卷。

张彦远论画以“劲”为高，而以“细”（“谨细”）为病。他对于李思训画的描述并未以“谨细”

一类的字眼来描述，反而用的是“遒劲”。结合上文已经阐述过的，如果说张彦远有意将李思训

与吴道子之山水画看作形成鲜明对照的两种类型，则李思训之“遒劲”或许更近于其所谓的

“密体”，即顾陆所代表的传统的紧劲连绵的用笔，周密却不失于谨细。唯顾陆所长在人物画，

故而“春蚕吐丝”、“屈铁盘丝”一类的描述更指人物、衣饰线条的勾勒，而李思训之“笔格遒劲”

则指山水画迹的描绘。

（三）敷色

世称“大小李将军”画青绿山水，甚至金碧山水，然而，关于“二李”作画敷色的描述并不见

于唐人的记述。在《历代名画记》与《唐朝名画录》中，鲜少有对于敷色的具体描述。唯《历代名

画记》中于“周昉”条记有“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輫輯訛，《唐朝名画录》中“边鸾”条下有“或观其下笔

轻利，用色鲜明”，又云“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者，德宗诏于玄武殿写其貌，一正一背，翠

彩生动，金玉辉灼，若连清声，宛应繁节”輫輰訛。此外则是对工人布色的记述。譬如“王维”条，“人家

所蓄，多是右丞指挥工人布色”輫輱訛；又“吴生每画，落笔便去，多使琰与张藏布色，浓淡无不得其

所”輫輲訛。由于吴道子作画往往并不自己布色，故画史所记“吴生画（描），工人成（色）”的个例非

常多。在这些记录之外，我们会看到白画、轻成色或色损的画，往往会得到额外的记述。譬如：

“慈恩寺”条，“大殿东廊从北第一院，郑虔、毕宏、王维等白画”輫輳訛；“菩提寺”条，“佛殿壁带间，亦

有杨廷光白画”輫輴訛；“安国寺”条，“殿内正南佛，吴画，轻成色”輫輵訛；“宝应寺”条，“多韩干白画，亦有

轻成色者”輫輶訛；又“慈恩寺”条，“杨廷光画经变，色损”輫輷訛。此外，两部晚唐的画史著作皆对当时已

兴起的水墨画有特殊的记述。譬如《历代名画记》记“（殷仲容）或用墨色，如兼五采”輬輮訛。而《唐朝

名画录》亦云：“景玄每观吴生画，不以装背为妙，但势必绝踪，皆磊落逸势；又数处图壁，只以

墨踪为之，近代莫能加其彩绘。”輬輯訛这种对特殊用色情况的额外描述，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人眼

中，不设色、色彩较轻或色彩损落的画是特殊的，而多数画则是敷色的。故而在唐人的记述中，

对这些“正常”敷色的画，反而不就其色彩做单独的记述。唯边鸾花鸟、周昉仕女，因其色彩之

独具特色，以及水墨画以其只用墨而五色具，而有个别的记述。由这种语境分析，两部著作皆

未对李家山水之用色有特殊的记述。这似乎表明，“二李”在用色方面是与传统和当时多数绘

画的用色情况相一致的，并无特殊之处。

《历代名画记》中虽未特别描述画家之用色，但却于卷二“论画体工用拓写”一节谈到了当

时比较好的颜料色彩：“武陵水井之丹，磨嵯之沙，越隽之空青，蔚之曾青，武昌之扁青，上品石

绿。蜀郡之铅华，黄丹也，出本草。始兴之解锡，胡粉。研炼、澄汰、深浅、轻重、精粗。林邑、昆

仑之黄，雌黄也，忌胡粉同用。南海之蚁铆。紫铆也，造粉、燕脂、吴绿，谓之赤胶也。云中之鹿

胶，吴中之鳔胶，东阿之牛胶，采章之用也。漆姑汁炼煎，并为重采，郁而用之。古画皆用漆姑

汁，若炼煎，谓之郁色，于绿色上重用之。古画不用头绿大青。画家呼粗绿为头绿，粗青为大青。

取其精华，接而用之。百年传致之胶，千载不剥。绝仞食竹之毫，一划如剑。”輬輰訛尽管这种描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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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全面地说明当时作画用色情况，但至少可以反映出对当时人而言，画之主要用色在于几

种丹色、青色、黄色以及铅华、胡粉。此外以漆姑汁炼煎而成之“重采”、用质地好的胶而使色彩

不致剥落亦是用色中非常讲究的要素。由如今可见之出土唐代墓室壁画所反映的唐代绘画的

主要用色基调来看，与上述色彩是基本吻合的。以特别包含了山水图像在内的壁画为例。一、

懿德太子墓壁画中，阙楼图、仪仗图背景皆有山石图像作背景，整幅壁画画面色彩“以赭色为

主，绿色为辅，红黄青色点缀其中。技法上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沿着轮廓线着石绿，颜色有浓有

淡。山石用赭色表现，有重有轻，通过颜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山石的明与暗”輬輱訛。就其山石部分

而言，用色以赭色、绿色为主，石绿附着于轮廓线旁，凸显山石轮廓及明暗。二、新出土韩休墓

中有独屏山水图壁画，以“深红彩影作方形宽带画框，画框宽217厘米、高194厘米。画框内中上

部用黄彩绘一轮红日，透出淡青色云层。东西两边用黑彩描绘出巨石突兀，怪石嶙嶙的山峰，

在两峰之下各绘一座高圆台四面敞开的茅庵亭阁，山崖上石缝中黑彩描绘出浓郁的树木、翠

竹、黄色花树等。两茅亭间山沟有一汪潺潺流淌的溪水，溪水由下及上，东折迴流”輬輲訛。郑岩亦对

此图中的用色作了简要说明，认为“勾线和布色分作两步进行。山、石、水、云皆以均匀的墨线

迅捷勾出，透明的色彩罩染在这些线条上。唯一例外的是，低矮的树木上以近乎橘黄的颜色点

染树叶，左侧山峰上的树冠明显在淡墨中添加了花青”，此外“右侧山峰上有无意中洒落的近

似汁绿的色点。山石的用色主要是淡墨调和花青，部分加入少量的黄色”，并指出此图中“黄色

的使用十分大胆”輬輳訛。贺西林认为，此图“设色简淡”，相比于“懿德太子墓壁画作为背景的重彩

青绿山水，似淡设色青绿山水”輬輴訛。徐涛则认为此图中“山势由青绿色涂抹而成，这种涂抹并非

简单平涂，而是依山势而行，使之具有立体的效果，类似后世的皴法。在远山顶端，画有后世山

水不太常见的太阳图像，太阳边有橙黄色云霞围绕。值得注意的是，依阳光方向在两山山脊坡

脚处特别用橙黄色线涂抹，形成类似金碧山水画山脊坡脚用金线装饰的效果”輬輵訛。由于目前尚

无关于韩休墓壁画色彩的鉴定报告或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只能依据围绕此墓室壁画发布的

报道和学者文章来了解此壁画的用色状况。结合前面关于懿德太子墓壁画的描述，我们可以

看到，作为修建于与李思训父子生活年代较近的中宗至玄宗朝时期的墓室壁画，两墓的壁画

在用色上大致与张彦远所述颜料色彩相近，且在山石的色彩上，皆以墨线勾勒和青绿色调的

填充为主，并且都出现了以特殊的色彩依山体轮廓涂抹以凸显山形及明暗的画法。尽管两墓

壁画可以保存至今且为我们看到是属偶然，其壁画形态亦可能只算作是个例，而不能直接当

作普遍性的说明，然而在目前缺乏更多根据的情况下，这些墓室壁画至少向我们展示了与文

本描述较为接近的可能的用色情况，且向我们展示出以墨线勾勒和青绿色彩填染的山石图

像。

基于以上描述与分析，可知在目前可见的唐代文本中，并无关于李思训父子作画用色特

征的具体描述，亦无后世所谓“青绿山水”这种表述出现。如前所述，或许对唐人而言，多数画

作皆以敷色为基本形态，白画、水墨画才是特殊的形态。而敷色时所用的色彩，无论从对当时

颜料的描述看还是从墓室壁画所留存的图像看，多以深红、青绿、橙黄、赭色为主要基调，特别

是山石部分，多以赭色勾线、青绿色彩填充，色彩的涂抹依山势起伏，并非机械呆板的填色。这

意味着李家父子山水在敷色方面在当时或许只是沿袭了传统的敷色方式，而并无证据说明其

独特之处。此外，由于在唐代，特别是初唐至盛唐时期，敷色与画家的描画还有些脱节，多数画

家并不自己敷色，譬如吴道子，又譬如同样以山水画称名的王维，往往指挥工人敷色，即使是

后来以“彩色柔丽”著称的周昉，也并不总是自己设色。《历代名画记》记圣光寺“周昉画水月观

自在菩萨掩障，菩萨圆光及竹，并是刘整成色”輬輶訛，故而我们有理由推测，“二李”作画也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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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并不是亲自完成敷色的部分。这样，在所用色彩色调本身并无特殊之处、而敷色又非因

个人独特技艺或风格而突出于常人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明“二李”之敷色有何独特之处。

三、青绿山水及“二李”画风之历史构建

在上节依据唐代文本及出土墓室壁画图像对“二李”画风的推测与后人对“二李”画风的

认识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因素在于色彩，即以“青绿山水”代表“二李”画

风的问题。事实上，本文无意否定这一传统的观点，而只是希望指出，在唐人观念中并无所谓

“青绿山水”之说，这是后代的称谓，而同时，着色山水在唐代绘画中是比较普遍的，重彩或轻

着色的、以青绿为主要基调为山石敷色的绘画在当时可谓主流，而非独“二李”一派。从逻辑上

说，即“二李”画风可能属于青绿山水一路，但并非所有青绿山水都必然属于“二李”画风。

既然对唐人而言“二李”画风在用色方面并无特殊之处，何以后世所传皆以青绿山水作为

其画风之标志性特征？这一疑问唯诉诸历代画史之著述方可得解。

（一）李思训画风的误传

在唐人著述中，罕少关于“二李”作品的著录，唯万安观有“李昭道山水”画壁，其具体内容

亦不可得知。至于师承，则所师何人无载，但有李林甫“山水小类李中舍”輬輷訛，“畅辩，善山水，似

李将军”輭輮訛；王熊“似李将军”輭輯訛的记述；同时对于李昭道则有“变父之势，妙又过之”輭輰訛和“甚多繁

巧，智惠笔力不及思训”輭輱訛两种不同的记述，由此可推测，李昭道之画或许是学李思训但又有明

显不同于其父之处，故而才有大小李之分别，而当时，评者对二者之高下则持不同的看法。

但这种情况从宋代画史著述看，则发生了一些变化。米芾在《画史》中指出这样一种情形：

“苏氏种瓜图，绝画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画，工甚，非阎立本笔。立本画皆着色，而细销银作月色

布地，今人收得，便谓之李将军思训，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内合同印、集贤院印印之，盖

收远物，或是珍贡。”輭輲訛在此段描述中透露出以下几层信息：一、此画疑为阎立本所作，而米芾认

为不是；二、时人多以为此类图画为李思训所作，米芾认为亦不是；三、李后主收藏中类似的作

品较多；四、米芾认为蜀人多有此类的作品。

首先关于此处所论阎立本作品特征，米芾称“立本画皆着色，而细销银作月色布地”，这种

描述与唐人描述并无矛盾之处。《历代名画记》记“二阎师于郑、张、杨、展”輭輳訛，又云：“国初二阎，

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尚犹状石则务于雕透，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多

栖梧苑柳。功倍愈拙，不胜其色。”輭輴訛由这些记述可见，“二阎”不仅长于人物写真，亦精意宫观，

而隋至初唐之宫观图画，一般以山水为背景，只不过此时山水画尚非画坛主流，故不以山水

称。“二阎”在山水宫观方面的图画学的是杨、展，而画史亦无初唐时期有水墨画一类画法出现

的记录，后者直至吴道子才开始流行，故而与当时多数画家作画一样，“二阎”画当为传统的着

色画。《唐朝名画录》亦记阎立本“慈恩寺画功德，亲手设色”輭輵訛。

其次，在米芾的记述中，这种被视作阎立本画的着色画，与世人眼中的李思训画有相近之

处，故而往往亦被视为李思训作品。这种观点成为后人将李思训着色画追溯至“二阎”、再溯至

展子虔的主要根据之一。然而仍以前述之逻辑观之，阎立本与李思训可能皆作着色画，甚至着

色山水画，但这并不意味着凡早期之着色山水便是李思训或阎立本乃至展子虔所画。见着色

山水便称李思训，这正是米芾所记录其所处时代常见的谬传。对米芾而言，非但事实并非如

此，他甚至还能进一步于这类画作中辨别阎画与李画之间的分别，故而可作出此图既非阎又

非李之判定，亦即是说，他评鉴阎李画风之依据并不在于是否画着色山水，而自当有其他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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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再次，类似《种瓜图》一类的作品，在李后主的收藏中比较多，其特征为钤有“内合同”、“集

贤院”之印。在南宋邵博《闻见后录》中所列的关于李后主收藏的清单中我们可以看到，“予收

南唐李侯《合中集》第九一卷画目，上品九十九种，内《江乡春夏景山水》六，注云‘大李将军’。

《山行摘瓜图》一，注云‘小李将军’。《明皇游猎图》一，注云‘小李将军’……”輭輶訛这段记述与米芾

《画史》的记述刚好吻合。据陈葆真研究，南唐皇室的收藏在入宋时已经有相当大批的毁坏散

佚，然而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归入北宋皇室内府，其中一些被赐予有功之臣，又有一些散落

于民间而为好事者所藏輭輷訛。李后主收藏之印钤表明了这些图画之珍贵，亦说明了其创作的时间

至少在南唐以及更早。然而，米芾对《种瓜图》这一个例的判断亦说明了李后主对唐画鉴别未

必准确，但却留下了关于作品名称及画家归属的历史记录。

第四，关于画中的蜀画因素，我们可从《画史》的另外两条记录中看到其可能的来源：

余昔购丁氏蜀人李升山水一帧，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

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升”，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淑盎。今人好

伪不好真，使人叹息。觼訆訑訛

与此类似，又有：

李文定孙奉世子孝端字师端，收薛稷二鹤，唐李升着色画二轴，三幅山水，舟舫小，人

物精细，两幅画林石岸茅亭溪水，数道士闲适，人物差大，反不工于小者。石岸天成，都无

笔踪，其三幅峰峦秀拔，山顶蒙茸作远林，岩峦洞穴，松林层际，木身圆挺，都无笔踪。其二

度非岁月不可了一画。人间未见其如此之细且工。虽太茂密，林中不虚，而种种木叶，古未

有伦，今固无有。与余得于丁氏者，无以异也。觼訆訒訛

由此两条可见，米芾曾经亲历时人将李升画充作李思训画之事，且李升画亦其亲见，并对画面

内容、笔迹、风格做了详细描述。在其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升画中以山水树石为主，亦或有

人物舟舫；其画突出之处在于“细”，所谓“细秀而润”、“人间未见其如此之细且工”；在第二条

中我们亦可看到两次提及此画“都无笔踪”。这种表述与我们之前在唐人记述中看到的李思训

“笔格遒劲”的描述差异是非常大的，然而似乎在米芾所处时代，人们却并不意识到这种差异，

反而将这种细秀工整且无笔踪的画作轻松当作李思训画作而接受。

至于李升其人，亦当引起我们的注意。据《益州名画录》：“李升者，成都人也，小字锦奴。年

才弱冠，志攻山水。天纵生知，不从师学。初得张璪员外山水一轴，玩之数日，云未尽妙矣，遂出

意写蜀境。山川平远，心思造化，意出先贤。数年之中，创成一家之能，俱画山水之妙。每含毫

就素，必有新奇。桃源洞图、武陵溪图、青城山图、峨眉山图、二十四化图。好事者得之为箱箧珍。

后学得之以为无言师。明皇朝有李将军擅名山水，蜀人皆呼为小李将军，盖其艺相匹尔。”觼訆訓訛由这

段描述可知，李升在蜀中亦仿李将军思训而有“小李将军”之名，这或许是其作品会被误认作

李思训或李昭道作品的原因之一。而同时，李升画作以写蜀境山水为主，从主题上看，与本文

前述《唐朝名画录》所记吴道子、李思训大同殿为明皇画蜀中山水一事亦有所牵连。如前所述，

李思训本人画大同殿壁之事虽不可能，但若是李昭道或其他李家画风的画家作此画仍然是有

可能的。故而倘使人们持有（小）李将军曾作蜀中山水（且不论是画壁还是画障）的印象，而又

李思训绘画研究

129



文艺研究 2017 年第 6 期

见到被称为“小李将军”所作蜀境山水的图画，将之混为一谈，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此外，另一位颇受北宋时期好事者所爱的画家黄荃“学李升画山水竹树”，亦留下不少山

水画作觼訆訔訛。作为与李升有着师承关系的蜀中画手，我们不难推测其所画山水应当亦是蜀中山

水，且与李升风格相近。此类画作之流传亦有可能为好事者误以为李家山水。加之北宋时期，

本就有一种附会之风。如米芾所述“世俗见马即命为曹、韩、韦，见牛即命为韩滉、戴嵩，甚可

笑”觼訆訕訛。而诸如黄荃画鹤被蜀人传为薛少保者，但见笔清秀者即命为王维者，亦不在少数。故而

本无作品流传著录记载的“二李”作品，特别是李思训作品，在北宋时期突然多了起来，亦与当

时作伪之风不无关联。在这种风气下，人们对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画风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

亦即如前所述，往往蜀中山水、着色山水、细秀工整甚至不见笔踪者，便会被名之以李思训（或

李昭道），而致力于山海图、营造神仙之境、笔格遒劲的李思训形象，则于画史中销声匿迹。

（二）着色山水、青绿山水、金碧山水

关于李思训作着色山水的记述，最早出现于《宣和画谱》。此书将李思训列为山水门第一

位，不独看重其画艺本身，更看重其画中所显示之士夫品格。此书中对李思训的记述多因袭

《历代名画记》与《唐朝名画录》，唯补充了“今人所画着色山水，往往多宗之，然至其妙处，不可

到也”一句，并列举了当时御府收藏题名李思训的作品十七件觼訆訖訛。此外，于“李昭道”条的记述

中，记“武后时残虐宗支，为宗子者，亦皆惴恐不获安处，故雍王贤作黄台瓜辞以自况，冀其感

悟，而昭道有《摘瓜图》着戒，不为无补尔”，并列御府所藏六件作品觼訆託訛。

至元汤垕《画鉴》，则有如下线索：

展子虔画山水法，唐李将军父子多宗之；画人物描法甚细，随以色晕开。觼訆記訛

李思训画着色山水，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其子昭道，变父之势，妙又过之。时人号

为“大李将军”、“小李将军”。至五代蜀人李升，工画着色山水，亦呼为“小李将军”。宋宗室

伯驹，字千里，复仿效为之，妩媚无古意。余尝见《神女图》、《明皇御苑出游图》，皆思训平

生合作也。又见昭道《海岸图》，绢素百碎，粗存神采。观其笔墨之源，皆出展子虔辈也。觼訆訙訛

王诜，字晋卿，学李成山水，清润可爱。又作着色山水师唐李将军，不今不古，自成一

家。觼訆訚訛

由这些描述可见，至元代画史著录，仍以“着色山水”称李将军画风，同时又补上了“金碧辉映”

一说，然而并未对“金碧辉映”作具体描述。此外，如同宋人模糊的记述所暗示的，《画鉴》中亦

指出李家父子以展子虔画法为宗这一画史传统，且续之以赵伯驹、王诜，说明他们作着色山水

乃师仿李家父子。

与此相近，在《图绘宝鉴》中，亦因前人而有“李思训……用金碧辉映为一家法。后人所画

着色山，往往多宗之，然至妙处不可到也”觼計訑訛之记述，其“王诜”条亦因《画鉴》之描述，唯“赵伯

驹”条未作着色山水或师仿李家山水的描述，但却于“张训礼”条称其“着色青绿如赵千里笔

法”觼計訒訛，且于南宋诸家记述中，多出现“青绿山水”的记述觼計訓訛，并同时出现了关于“绛色山水”的记

述觼計訔訛，未知“青绿山水”之谓是否为别于其他色调的着色山水而来。

由上述著述可见，至元代画史记述，关于李将军画风的描述已经变得比较简单和概括，

“着色山水”成为描述李家风格的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青绿山水”以及“金碧辉映”

130



的描述。

在之后的画史记述中，对于李家山水画风之记述多无新意，只是因循前说，以着色山水、

青绿山水或金碧山水为其主要特征，且少见具体之描述。直至董其昌，虽亦并未对李家画风有

更进一步的描述，但却将之立为北宗之祖，与王维所代表的南宗画风对立起来：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

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幹、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

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

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

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觼計訕訛

由于南北分宗说较为复杂，本文并不欲深入讨论，仅以此说所涉李思训画风论之。由此说可

见，董其昌仿禅家之南北宗说，亦将画史分宗追至唐代，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出于时间和形

式两方面的仿效。事实上选取李思训和王维，在很多论者看来有其牵强的因素。譬如王维所代

表的平淡天真的水墨画一路，在唐乃始于吴道子，王维只是做着色画兼做破墨山水，且并非最

善于此道者。然而，或许出于宋以来崇尚文人画之风气，王维似乎更能成为人们心目中诗画一

体的文人画之表率。如董其昌即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觼計訖訛，又引述苏轼对王维的赞誉，表明

其对于王维较之吴道子更加亲近的缘由。然而观画史之记述，其实自南宋以降，在李思训与王

维画风之间亦存在着模糊之处。譬如《图绘宝鉴》“李升”条称：“人有得其画，往往误称王右丞

者。”觼計託訛又如董其昌本人所记：“京师杨太和家所藏唐、晋以来名迹甚佳，余借观有右丞画一帧，

宋徽庙御题左方，笔势飘举，真奇物也，检《宣和画谱》，此为山居图。察其图中松针石脉，无宋

以后人法，定为摩诘无疑。向相传为大李将军，而拈出为辋川者，自余始。”觼計記訛由前述可知，李升

画在北宋时往往被误作李将军画，而在后世又被误作王维；而对董其昌而言，原本被误作李将

军的画作，却被他判定为王维。这表明，在被董其昌称为南北二宗的王李画风，在世人眼中并

不是那么截然分判的两派画风，甚至从世传着色山水看，较古、笔细、无皴法的着色山水往往

既可归于李思训又可归于王维，因为宋以降对二者画风的判定皆类于此。此外，董其昌重南

宗、重文人画，而于李思训所代表的北宗着墨并不多，且以为“微矣”，“非吾曹易学也”觼計訙訛。其于

此派之画风，亦仅限于标明其“着色”和“精细”而已觼計訚訛。在这样带有倾向性的记述中，李思训画

风在画史记述中更加成为着色山水之代称，其自身风格亦更加淡化了。

在明清画史中，除了诸如上述一类对李家父子作着色山水的记述外，或许稍显独特的，便

是对其“金碧山水”之记述了。南宋赵希鹄记：“唐小李将军始作金碧山水，其后王晋卿、赵大

年，近日赵千里皆为之。”觼訉訑訛对照前引元人所述“金碧辉映”之说，可见对金碧山水之描述最初只

是形容性的，并无涉及诸如泥金之类的画法。而在《云麾将军御苑采莲图卷》张丑跋中，我们则

看到这样的记述：“金碧山水始于唐之李将军父子。李故帝王苗裔，生长富贵，喜写般游宫殿等

图。其用绢，则祖吴道子法，皆以热汤半熟入粉捶如银版，故作山水人物，精彩入笔。五代以来此

法中绝矣。后人收李画必以绢辨其纹，粗者非是。今按采莲图一一合格，故知其为名迹耳。”觼訉訒訛

此说似将金碧辉映的效果归于绢中入粉的背景衬托。而今人傅熹年亦考察了传世几幅金碧山

水画，描述其特征为“重青绿设色，皴法简单，以勾勒为主，大量用金线勾山石、建筑物的轮廓

和网巾水纹”觼訉訓訛。据傅熹年考察，今所传之几幅金碧山水画从名物、建筑图像等特征看，时代上

很难早于南宋初年，而画史记载中，亦无南宋以前的著录中出现金碧山水之说。而同时实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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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表明，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王诜、赵令穰、赵伯驹、伯骕兄弟等人开始在画中用淡泥金

作渲染，故傅熹年认为金碧山水应当出现于南北宋之交，而李思训父子做金碧山水则无证据

支持，今所传几幅金碧山水画亦都晚于南宋诸家觼訉訔訛。张丑之说与傅熹年之考察，皆将金碧山水

视作使用了金粉的敷色画。而明人唐志契则指出：“院画有金碧山水，自宣和年间已有之，案，

金碧山水始于唐之李将军父子，而实本于展子虔，说见王绂《书画传习录》。此云始自宣和年

间，似误。《汉书》不云‘有金碧气，无土沙痕’乎？盖金碧者，石青、石绿也，即青绿山石之谓也。

后人不察，误于青绿山水上加以泥金，谓之金笔山水。夫以金碧之名，而易以金笔之名，可笑

也。更以风流潇洒之事，而同于描金之匠，岂又不可笑之甚哉！好一幅工致山水，一加以泥金，

则所谓气韵者能纤毫之生动否？且名山大川，有此金色痕迹否？”觼訉訕訛若依此说，则金碧山水早期

仍重在描述其辉映之效果，且如前所述金碧之说早于青绿，或者说，金碧山水即是青绿山水，

而后出的青绿山水这种说法，或许只是用来与其他色调山水做区分。亦即是说，总结上述诸家

观点，金碧山水有可能始于李将军父子，然而这种所谓“金碧辉映”的山水画，并不一定特别以

泥金法或其他使用金粉的方式入画，而有可能只是在画面上造成“金碧辉映”之效果。我们甚

至有理由猜测，在前引韩休墓山水画中，所出现的依山势涂抹的橙黄色，有可能正是意在造成

这种“金碧辉映”效果。当然由于作品的缺失，亦无可靠的文字著录说明这一点，对金碧山水始

于李将军这种说法的可能性亦只能是一种猜测。

结 语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李思训的绘画，从唐人笔下笔格遒劲、画题类似“山海图”的山水画，

渐渐于画史记述中成为以着色、精细，以山水宫观或蜀中山水为主要特征的山水画，且特别以

其敷色，即所谓“青绿山水”或“金碧辉映”为最突出的特征。由于并无确凿无疑的李思训（及李

昭道）作品传世，我们今日已无从了解其山水画之真实样貌，从而对这段画史变迁加以印证。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会因此否认画家李思训的历史存在，亦不会因此消解独特的李将军

画风。作为一种在画史中积累、建构起来的风格与样式，李家着色山水已经实在地、历史地成

就了一种中国古代山水语言。

本文着意于凸显依据唐代文本及图像资料（墓室壁画）所见之李思训性格、事迹、画风与

后代画史记述中的李将军画风、作品之间的差异。这样做的用意有二：一方面，试图将关于李

思训研究的传统画史文本与正史文献、考古材料结合起来，不以这些材料当作对既有的对李

思训画风及作品判定的印证，而是从这些材料本身出发，更加原本地发掘对研究李思训而言

更加接近和可靠的史料，从中梳理出可能的线索和信息，丰富李思训绘画的研究；另一方面，

试图在此研究中展开一种方法的反思，即在上述这种差异性的展示之中，使人们看到画史之

构造，即画史并非仅仅是对画家画事作品的忠实记录，更多情况下，我们所获得的关于画家画

风的认识恰恰是在画史著述之流传变迁中得以塑造出来的，而这种画史之变迁，非独反映出

画史写作者们对一家一派画风认识之变迁，更从侧面反映出其所处时代之观念变迁。故而在

一位画家乃至一种画题具体而微的研究中，往往渗透着更加厚重而宏大的历史感。每一位画

家、一个画题、一幅作品的研究，都可将我们卷入到一个丰富、鲜活又沉重的历史世界中去。这

正是本文希望通过尽可能细致具体地挖掘和分析关于李思训的史料而达到的效果。当然，本

文无论在史料的收集、分析、对画史的宏观把握以及对方法的反思实践上都尚有不足，文中诸

如山海图与李家父子道教求仙情结等因素的考察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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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輦輱訛輦輲訛輧輷訛輨輰訛輫輰訛輬輯訛輭輱訛輭輵訛 朱景玄：《唐朝名画录》，于安澜编著《画品丛书》一，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7页，

第101页，第107页，第106页，第105页，第116页，第102页，第106页，第105页。

② 《宣和画谱》，于安澜编著《画史丛书》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9页。

③輩輯訛觼計訕訛觼計訖訛觼計記訛觼計訙訛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董其昌全集》三，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页，第132页，第121

页，第121页，第120页，第121页。

④ 由于此碑下半部浸坏严重，即使是现今所见最早之宋拓本，亦有大量字迹模糊，故碑文中大量阙字不易补

出。本文同时参照《全唐文》（董诰等编《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8—1189页）、《中国碑刻全

集》所收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本《李思训碑》（《中国碑刻全集》第5册，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240—265

页），以及日本二玄社所印宋拓本《李思训碑》（《中国法书选》第39册，［日本］二玄社1988年版）三种材料，考

察其中文字信息。

⑤ 据《旧唐书》载，李思训卒于开元六年（《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46页）。据李邕所撰《李思训碑》碑

文，李思训“春秋六十有六，以开元□年八月”卒，其妻魏国夫人窦氏于“八年六月廿八日合祔陪于桥陵”。卒

年阙字，但根据后文合祔日期可知，其卒年必在八年之前。由于缺乏更加确切的记载，目前对李思训卒年暂

依《旧唐书》作开元六年。依此推算则其生年当在永徽四年（653）。

⑥ 据前生年推算，年十四当在667年，即乾封二年。下面关于时间的推算皆依此。

⑦ 原文作“明年吏□以文翰擢（下阙三十一字），未几加朝散大夫”（李邕：《唐故云麾将军右武卫大将军赠秦州

都督彭国公谥曰昭公李府君神道碑并序》，《全唐文》，第1188页。此文献以下简写作《李思训碑》，并附《全唐

文》页码）。

⑧ 原文作“满岁，除常州司仓参军”。由于前文有三十一字阙，未详满岁为总章元年（668）后一年，抑或更晚的时

间（《全唐文》，第1188页）。

⑨ 《旧唐书》作“江都令”（《旧唐书》，第2346页）。

⑩ 据《李思训碑》，“所恨南阳宗子未举勤王，西京宰臣不闻复辟者，旷十有六载”，以中宗复辟（神龙元年二月之

后）为界，则前推十六年，约在则天载初元年。又据《旧唐书》自垂拱四年八月，越王贞举兵以后，大批宗室“坐

与贞通谋”而遭屠戮，所谓“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

余家”（《旧唐书》，第119页）。至载初元年，则天改制，又对李唐宗室大加屠戮（《旧唐书》，第121页）。从时间上

看，李思训于此时隐匿起来是比较可能的。

輥輯訛 据《新唐书》，“中宗本纪”，神龙元年正月丙午，“复于位，大赦，赐文武官阶、爵”；二月甲子，“复宗室死于周者

官爵”；三月甲申，“诏文明后破家者昭洗之，还其子孙荫”（《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107页）。李

思训极有可能在这段时间恢复宗室身份，并很快由太常寺丞升太府员外少卿，又擢宗正卿。而从身份看，李

思训于宗室中与高宗同辈，此时当为中宗叔伯辈，故其充任宗正卿之职或与其在宗室中的地位有关。

輥輰訛 据《旧唐书》，景龙四年六月壬午，“帝遇毒，崩于神龙殿”；丁亥，“皇太子继位于柩前”，“皇太后韦氏临朝称

制”，“内外兵马诸亲掌，仍令韦温总之，时召诸府折冲兵五万人分屯京城，列为左右营，诸韦子侄分统之”；

“庚子夜，临淄王讳举兵诛诸韦、武，皆枭首于安福门外，韦太后为乱兵所杀”（《旧唐书》，第150页）。《李思训

碑》中虽无直接记载李思训举兵具体年月事由，但有“后族握兵，党与屯卫”、“三思啬祸，诸韦荐凶”等句，与

《旧唐书》所载刚好吻合，故可推测，李思训“以左屯卫将军征”当在此时。又据《旧唐书》，景云二年八月庚午，

“改左右屯卫为左右威卫”（《旧唐书》，第158页），亦可说明李思训“以左屯卫将军征”在睿宗景云二年八月

前。

輥輱訛 据《旧唐书》“睿宗本纪”，睿宗景云元年八月庚午，“左右羽林卫依旧为左右羽林军”（《旧唐书》，第155页），则

李思训授“右羽林卫将军”当在景云元年八月庚午前。

輥輲訛 “进封彭国公”一事，碑文文字未载，或因阙字而无载，但碑额有“彭国公”字样，此事《旧唐书》记为“开元初，

左羽林大将军，进封彭国公，更加实封二百户，寻转右武卫大将军”，据碑文，“左羽林大将军”应改为“右羽林

卫大将军”，则时间上，拜右羽林卫大将军的时间只能在景云元年八月前（《旧唐书》，第155页），而不会是在

玄宗朝。又据《旧唐书》，先天二年七月丁卯，玄宗加封有功诸臣，大封国公，譬如“姜皎银青光禄大夫、工部尚

书，封楚国公，实封五百户”，“王毛仲辅国大将军、左武卫大将军、检校内外闲廐兼知监牧使、霍国公，实封五

百户”（《旧唐书》，第170页）。右羽林卫大将军为正三品下，右武卫大将军为正三品，似略高于前者（《旧唐

书》，第1899、1903页），未详李思训“右武卫大将军，进封彭国公”是否在此时。

輥輳訛 据碑文，“以开元□年八月……”，卒年刚好阙字，但后文中有“宜家魏国夫人窦氏……以八年六月廿八日合

祔陪于桥陵”，则以此推测其卒年不晚于开元八年。《旧唐书》记“开元六年卒”（《旧唐书》，第2346页），则本文

暂依《旧唐书》所记卒年。

李思训绘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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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輴訛 《旧唐书》，第2345页。

輥輵訛輥輶訛輥輷訛輦輮訛輦輯訛輦輰訛輨輱訛 《全唐文》，第1188页，第1188页，第1188页，第1189页，第1189页，第1189页，第1188页。

輦輳訛輦輴訛輦輵訛輦輶訛輧輰訛 宋敏求：《长安志附长安志图》，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5、116页，第115、116页，第115、116页，第

115、116页，第98页。

輦輷訛 据《李思训碑》，虽碑中文字大量阙损，但可以辨识出“公之长子，朝议大夫魏州别驾……□贤院昭道”等字，

其中“贤院”以当时官制看，当为“集贤院”。由于“□贤院”下紧接“昭道”名字而无阙字，而同一碑文中记李林

甫身份为“姪吏部尚书兼中书令集贤院学士修国史□□公”，可以推测此时李昭道不可能任类似“集贤院学

士、直学士”一类的职位，而有可能是“直集贤院”，亦即任集贤院书直或画直一类的职务。据《唐六典》，集贤

院有“书直及写御书一百人（开元五年十二月，敕于秘书省、昭文馆兼广召诸色能书者充，皆亲经御简。后又

取前资、常选、三卫、散官五品已上子孙，各有年限，依资甄叙。至十九年，敕有官为直院也）”，“画直八人（开

元七年敕，缘修杂图，访取二人。八年，又加六人。十九年，院奏定为直院）”（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

校，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0页）。而在《历代名画记》中，亦可见诸如“任贞亮，开元中直集贤”的表述（张彦

远：《历代名画记》，《画史丛书》一，第150页）。

輧輮訛輧輱訛輧輲訛輧輳訛輧輴訛輧輵訛輧輶訛輨輯訛輩輰訛輩輱訛輩輳訛輩輴訛輩輵訛輪輮訛輪輯訛輪輰訛輪輱訛輪輲訛輪輳訛輪輴訛輪輵訛輪輶訛輫輯訛輫輱訛輫輲訛輫輳訛輫輴訛輫輵訛輫輶訛輫輷訛輬輮訛輬輰訛輬輶訛輬輷訛輭輮訛輭輯訛輭輰訛輭輳訛輭輴訛 张彦远：《历代名

画记》，《画史丛书》一，第51页，第27—28页，第27页，第145页，第145—146页，第147页，第157页，第147页，第

147页，第51页，第26页，第26页，第26页，第147页，第101页，第141页，第142页，第149页，第156页，第159页，第

160页，第27页，第163页，第156页，第145页，第49页，第51页，第52页，第52页，第49页，第150页，第29页，第55

页，第147页，第149页，第157页，第147页，第24页，第18页。

輧輯訛 据《新唐书》，玄宗二十九女，列在首位的即永穆公主，生平不详，仅有“永穆公主，下嫁王繇”的记载（《新唐

书》，第3657页）。

輨輮訛 以上总结参考陈传席、金维诺、迈克尔·苏立文、巫鸿等诸家观点（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天津人民美术出

版社2013年版，第36页；金维诺：《中国美术史·魏晋至隋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226页；迈

克尔·苏立文：《中国艺术史》，徐坚译，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2页；Yang Xin, Richard

M. Barnhart & Nie Chongzheng, etc.,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ainting,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5-66）。

輨輲訛 由于张彦远生活年代在“二李”乃至《李思训碑》撰立之后，其文字有无参考《李思训碑》不可得而知，亦无文本

依据可说明。

輨輳訛 转引自孔寿山编著《唐朝题画诗注》，四川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

輨輴訛 “梁鍠，官执戢，天宝中人”（《全唐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13页）。

輨輵訛輨輶訛輨輷訛輩輮訛 《全唐诗》，第2115页，第1870页，第1870页，第1870页。

輩輲訛 宗白华：《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林同华整理，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輩輶訛 “夫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成谨细。自然者为上品之上，神者为上品

之中，妙者为上品之下，精者为中品之上，谨而细者为中品之中。”（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画史丛书》一，第

28页。）

輩輷訛 “有好手画人，自言能画云气。余谓曰：古人画云，未为臻妙，若能沾湿绡素，点缀轻粉，纵口吹之，谓之吹云。

此得天理，虽曰妙解，不见笔踪，故不谓之画。如山水家有泼墨，亦不谓之画，不堪仿效。”（张彦远：《历代名画

记》，《画史丛书》一，第29页。）

輪輷訛 陈传席认为：“就用笔论：李思训的画线条是细而匀的，无粗细虚实之变化，这是传统的‘春蚕吐丝’式发展到

了尽头，但李‘笔格遒劲’，转折中出现了方笔。”（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36页。）

輫輮訛 陈传席认为：“其画山石，大轮廓中又勾以很多脉络，细分山石结构……结构繁密的线条，实则便是皴法之

始。”（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36页。）

輬輱訛 冀东山主编《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唐墓壁画卷》，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輬輲訛 刘呆运、程旭：《陕西长安唐韩休墓首次发现独屏山水图壁画》，载《中国文物报》2014年12月5日。

輬輳訛 郑岩：《唐韩休墓壁画山水图刍议》，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

輬輴訛輬輵訛 《“唐韩休墓出土壁画学术研讨会”纪要》，载《考古与文物》2014年第6期。

輭輲訛觼訆訑訛觼訆訒訛觼訆訕訛 米芾：《画史》，《画品丛书》一，第267页，第280页，第310页，第269页。

輭輶訛 转引自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輭輷訛 陈葆真：《李后主和他的时代：南唐艺术与历史》，第162—168页。

觼訆訓訛觼訆訔訛 黄休复：《益州名画录》，《画史丛书》五，第1769页，第1764页。

觼訆訖訛 《宣和画谱》，《画史丛书》二，第590页。其所列作品十七件为：《山居四皓图》（二）、《春山图》（一）、《江山渔乐

134



图》（三）、《群峰茂林图》（三）、《神女图》（一）、《无量寿佛图》（一）、《四皓图》（一）、《五柞宫女图》（一）、《踏锦

图》（三）、《明皇御苑出游图》（一）。

觼訆託訛 《宣和画谱》，《画史丛书》二，第591页。六件作品为：《春山图》（一）、《落照图》（二）、《摘瓜图》（一）、《海岸图》

（二）。

觼訆記訛觼訆訙訛觼訆訚訛 汤垕：《画鉴》，《画品丛书》二，第589页，第592页，第611页。

觼計訑訛觼計訒訛觼計託訛 夏文彦：《图绘宝鉴》，《画史丛书》三，第859页，第972页，第875页。

觼計訓訛 如“赵大亨”条，“多画青绿山水、神仙故实”（夏文彦：《图绘宝鉴》，《画史丛书》三，第972页）；“史显祖”条，“善

画人物仕女，青绿山水”（夏文彦：《图绘宝鉴》，《画史丛书》三，第976页）等，不一一赘述。

觼計訔訛 “崔友谅”条，“善画道释人物、绛色山水”（夏文彦：《图绘宝鉴》，《画史丛书》三，第976页）。

觼計訚訛 譬如“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董其昌全集》三，第125

页），又如“赵伯骕者，千里之弟。其画宗李思训，妍润精绝”（《董华亭书画录》，《董其昌全集》三，第294页）。

觼訉訑訛觼訉訕訛 转引自余绍宋《画法要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第209页。

觼訉訒訛 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页。

觼訉訓訛觼訉訔訛 傅熹年：《论几幅传为李思训画派金碧山水的绘制时代》，载《文物》1983年第11期。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金宁

李思训绘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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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兰斋文选》

赵逵夫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年 5 月出版

赵逵夫教授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及民俗文化的研究，

在《诗经》、《楚辞》与神话传说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滋兰斋文选》选辑

的二十篇论文，是他数十年来学术研究成就的集中代表。
该书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屈原及《楚辞》研究。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系统

论证句亶王熊伯庸乃屈氏始封君，证明了屈原为战国时人物，以事实驳斥了日本学

者的“屈原否定论”。考证出《橘颂》乃屈原冠礼之作及其作时，并对《惜往日》、《悲回

风》的作者与《惜誓》的作者及作时进行了考证。从美学角度对《离骚》进行艺术分

析，从风格、情调上诠释屈原对《诗经》的继承与艺术再创造，深化了对屈赋的认知。
作为当代著名的屈原研究专家，他的这些成果为相关领域更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二、《诗经》与神话传说的研究。对“采诗说”作了新的阐释，并因之就《诗

经》的成书作了探究。利用出土文献研究牛郎织女传说，推翻某些成说，将牛女传说

形成的时间上推至先秦时代。并且对牛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发展演变进行细致分

析，揭示出其中暗含的中国文明的进程与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三、历史

与小说及戏剧等领域的研究。从美学精神的角度对先秦时期行人辞令及诗学活动

予以观照，打开了先秦文学研究的新视角。阐释《庄子》美学内涵，将先秦时期的文

学理论进行了梳理，提出中国文学观念的产生与文学的自觉始于先秦的观点。在杨

公骥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公莫舞》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

·书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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